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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研究团队在四川部分地震灾区进行的一系列田野研究和问

卷调查，试图研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村民对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的选择，同时结合村民参与房屋重建

的方式，研究社会资本对于村民重建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反映出村民的

社会资本对受灾村民参与房屋重建的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分析出关系网规模、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和社

区认同感对村民的重建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灾后重建  logistic 模型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Post-Disaster Recovery

Abstract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 post-disaster recovery? While numer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is question, few look closely at the ways by which local social networks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especially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where governmen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Sichuan, China after the 2008 earthquak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ffects the outcomes of social capital. Findings show that both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mobilize survivor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led collective planning. 

Moreover, survivors with stronger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neighbor 

guanxi network are more likely to be satisfied with reconstruction, while instrumental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does not yield a significant impact. Contrary to the bottom-up voice in democracies, survivors 

with stronger social capita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experience bottom-up consent and are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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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全球自然灾害的极端事件在不断增加，给人们带来了包括环境破坏、经济损失以及受伤死亡等诸多恶劣影

响。（Mileti, 1999）除了一系列的物理性后果，自然灾害也意味着个体日常功能得以发挥的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当

灾难发生，人们正常生活和行动所依赖的社会规范会发生偏离，比如维持社会生活稳定的财产秩序瓦解、通信设

施所支撑的社群或个人的互动失效等等。（Killian, 1954）Gilbert 也认为，灾害并不是非社会性的自然过程，而是

具有社会整合与互动冲突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灾害过程中的社会行动限制着人们对于应对灾害的选择。（Tierney, 

2007）人们虽然在反复无常的自然灾害中遭受损失，却也从灾害的打击中重新恢复和繁荣。（Burton, 1993）“常

人方法学”中提出“断裂试验”的研究方法，认为可以在非常规社会状态的恢复过程中观察人们的日常行动，并

从中揭示出社会行动的内在组织。（Garfinkel, 1984）因此，影响受灾社区和居民从灾害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并重建

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的社会机制，成为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研究问题。

社会资本是灾后恢复研究的重要视角，因为传播网络和社区组织是社群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个基本单位。（Leik 

et al.,1981）本文也选择“社会资本”作为可能影响灾后重建参与和恢复效果的社会结构因素。Bourdieu（1986）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社会的三种资本形式之一，反映了人们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

的规模。这属于个人或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网络中潜在的资源可以帮助个体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持。

Putnam（1994）所界定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群内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联系等，可以促进集体合作行动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这是社群或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种是关系维度的

社会资本，组织成员通过关系网络的长期互动而建立；第二种是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反映了组织内的社会关系

网络的组成结构；第三种是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反映了组织成员建立共同规则、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并形成

的共识与认同感。（Tsai & Ghoshal，1998）

本文从以上思路出发，基于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研究团队在四川部分地震灾区进行的一系列田野研

究和问卷调查，关注了汶川大地震以后灾民进行房屋重建的过程。作为灾后房屋重建的主体，灾区村民通过两种

方式参与重建规划。第一种是村民自行规划，在自家被损坏房屋的原址或附近进行重建，重建过程中绝大多数事

务都由村民每家每户自主决定；第二种是政府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将村庄集体搬迁至另外一片区域。数据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地震灾区，村民自行规划房屋重建所占的比例为 70.5%，由政府主导进行统一规划重建的比例为

29.5%。因此，本文试图研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村民对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的选择。除此之外，调查发现村民对于

重建完成后的房屋的满意程度也存在分化。在接受调查的地震灾区，对重建后的居住房屋表示满意的村民所占的

比例为 82.2%，对重建后的居住房屋不满意的村民占比为 17.8%。因此，本文也结合村民参与房屋重建的方式，研

究社会资本对于村民重建满意度的影响。

二、相关理论

就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对灾民重建参与的影响而言，Schaff 与 Brown（2000）关注了社区自治组织领导者的

个人社会资本，他们发现如果匈牙利少数民族自治组织的领导者处于地方政府的人际网络中，就能在地方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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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对于该社区成员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能。关于微观社会

资本对恢复效果的作用，Drabek（1984）的研究发现，许多灾民在灾后恢复过程中会动用自己亲属、朋友以及邻

居等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支持，使自己更好地从灾害中向正常生活恢复。灾民能动用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

能够获取的用于灾后恢复的非正式支持越多。（Marsden, 1987）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网络中与行

动者相联系的个体的特征也就越丰富多样，从而能够给行动者提供多种形式而非单一的支持。（Beggs, Haines & 

Hurlbert, 1996）但是 Lin Nan（2005）认为行动者获取非正式支持的亲属、朋友等社会网络是紧密或封闭的，更多

是表达性行动，只能用于保持或维持资源，如果想寻找和获得当前没有的资源，即工具性的行动，则需要相对开

放的社会网络。例如受灾村民如果想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等正式制度的支持，光凭亲朋好友的社会网络往往难以做到，

需要向外拓展与正式制度的社会关系。

就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对灾民重建参与的影响而言，Nakagawa 和 Shaw（2004）对日本神户地区的震后重建

项目的研究发现，生活在拥有社区活动传统和较强社群社会资本的社区的民众，在灾后会更积极地参与社区的集

体重建项目，同时对新的社区规划有更高的满意度。Dynes (2005) 也认为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的核心单元，社区需要

拥有较强的社群社会资本。但是，Quarantelli（1960）担心灾前的社区认同与社会规范会因为灾难而瓦解。一方面

灾民在灾难之中将会因潜在的危险形成“灾民恐慌”，出现无组织的逃离行为；另一方面他认为受到灾难冲击的

民众必然会产生灾难症候群，只会被动地等待救援，称为“灾民依赖”。在社群社会资本无法发挥作用时，需要

依赖国家来控制与应对灾难的不良后果。

对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来说，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尽管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于灾民参与灾后集体重建活动的影

响，但是集体重建活动包括灾民自发组织和政府动员，真正关注政府动员尤其是与地方基层政府相关的集体重建

活动的研究很少，难以解释本文关于房屋规划方式选择的疑问。另一方面，本文以灾民满意度作为灾后恢复效果

的衡量指标，而以往的研究中除了对日本神户的灾后研究提到了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灾民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更多

的是讨论社会资本对于灾民获取支持的作用，更侧重于物质或实际帮助的层面，无法解释体现灾民心理恢复的满

意情况。

三、数据和变量

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清华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研究团队 2010 年 11 月在四川什邡市、绵竹市等地震灾区组织实

施的一项问卷调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问卷调查没有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的抽样方法，而

是根据村庄规模、受灾严重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使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选取了 12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18

至 30 户不等，每户使用 KISH 表抽取 1 名成人进行问卷填答。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313 份。调查问卷不仅收集

了村民家户层面的数据，还收集了村民社会网络的相关数据。

2. 研究变量
2.1 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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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村民对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的选择。调查问卷询问了村民进行灾

后房屋重建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规自建”，即自行规划自行建造，第二种是“统规自建”，即政府划地统

一规划但是村民自己建造，第三种是“统规统建”，即政府划地统一规划和建造。因为一方面选择“统规自建”

的村民人数过少，只有 8 人，另一方面房屋规划涉及到灾区土地的使用问题，本文认为更具有研究意义，所以本

文将“村民参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作为因变量，其中“统规自建”和“统规统建”合并成为“统规”一项，赋

值为 0，“自规自建”即“自规”，赋值为 1。

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资本对于村民重建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村民重建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调查问卷中关于重建满意度的问题是“总体上说，你对当前自己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吗？”，并对满意度设计了

四层指标，即“很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本文将“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合并为“不满意”一项，赋值为 0，将“很满意”和“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一项，赋值为 1。

2.2 自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村民的社会网络，问卷设计了四种村民的社会网络：工具网、情感网、干部网和拜年网。

前三种网络的测量主要使用了姓名生成法（name generator）。工具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灾后向其提供日常生

活中的帮助（例如借钱或物品、帮忙农活、建房子、看小孩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情感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

灾后可以与之谈心和聊私密话题的人的相关情况；干部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和村民有交情和帮过忙的基层干部的

相关情况。拜年网的测量使用的是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询问了村民春节期间有拜年往来的人的相关

情况。相对于网络结构等特征来说，本研究借鉴 Bourdieu 以关系网络的规模来衡量社会资本，主要关注各种社会

网络中与被调查者具有联系的人数。由于工具网规模和情感网规模的相关系数较高，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能会出

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将两者加总后进行平均，并将得出的结果命名为“关系网规模”。

以上变量是关于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为了测量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本研究设计了一套量表用以测

量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并对这 8 道题目的得分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应的题目，将分析出的三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社区归属感”“社区意识”和“邻里亲密”，分别计算了每位村民的各因子得分，为了方便起见，

将第一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测量社区认同感的指标。本研究还询问了村民对于本村村干部或社区干部的信任程

度，既为了反映一部分该村的社区信任水平，又为了了解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

2.3 控制变量

为廓清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村民参与灾后重建活动以及恢复效果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是

村民个人特征变量，分别是年龄、性别、是否党员和婚姻状况。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党员身份有助于参加政府组

织的活动。建房资金是灾后房屋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还将“建房总金额”作为控制变量。但是原有

金额数据的极差过大，为了方便，本研究将原有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在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中，为了了解自

行规划和参与政府统一规划对最终重建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将“村民参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也作为控制变量。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特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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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村民参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和“村民重建满意度”是分类变量，所以不适用于

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因而本研究建立了 logistic 回归模型。此回归模型首先是将因变量转换为一个事件发生

或不发生的概率发生比，再来考察自变量对发生比的影响。

表 2 展示了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参与房屋重建规划方式”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总体来说，村民

的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影响受灾村民参与房屋重建的方式。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拜年网规模、干部网规模和关系

网规模越大的村民更倾向于参与政府划地统一规划。就社群社会资本而言，社区认同感越高的村民更倾向于由政

府进行统一规划，而对本村村干部更信任的村民并非更会参与政府划地统一规划。该回归模型也反映了，建房总

金额的增多对村民选择自行规划房屋重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男性更倾向于自行规划房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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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总结

1. 社会资本与政府动员
在参与房屋重建规划时，建房总金额越多的村民越倾向于自行规划房屋重建，这是因为这些村民有能力和资

本自己建房，而建房总金额少的村民则需要依赖政府的支持，从而被政府动员进行统一规划。但是个人社会资本

中的关系网规模、干部网规模、拜年网规模较大也反映出村民的能力和资本较强，但是他们却都更选择参与政府

表 3 展示了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重建满意度”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村民的社会资本对于房屋

重建效果的满意度的影响比较复杂。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拜年网规模和干部网规模的增长不能显著提高村民对

重建房屋的满意度，而关系网规模对重建效果的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就社群社会资本而言，社区认同感越高和对

本村村干部信任越强的村民对于房屋重建的满意度更高。与此同时，参与政府划地统一规划的村民对于房屋重建

效果更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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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统一规划。这样的矛盾值得思考。结合田野研究的资料，本研究发现，第一，关系网规模反映了村民所接受

的来自他人的帮助，即“欠人情帐”。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以“报”为基础，讲求社会交换中的

互惠。（Luo, 2005）行动者有来自村庄社会规范的义务，去回馈曾给予自己帮助的他人，即“还账”，如果行动者

拒绝进行回馈，就违背了村民交往的互惠原则，就会遭到传统村庄社会的惩罚，例如被孤立等。因此在进行集体

活动的动员时，动员者就能对理应偿还其人情的村民施加影响，使村民即便一开始不愿意参与政府划地统一规划，

也会出于回报人情的需要而被说服。第二，干部网规模反映了村民与基层政府中较高级官员的联系，拜年网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村民相联系的各种网络成员的总数，这二者更多表现为 Lin Nan 所划分的进行工具性行动的

网络，有利于村民寻求和获得当前没有的资源。这两种网络规模大的村民是该村庄的“社会精英”，一般是该村

的村长、村书记等乡村干部。这些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能够从政府等正式制度中获取支持，因此容易被政府动员。

即便政府动员的结果对他们目前的利益有损，但是为了维持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并从中谋求更长远的价值，巩固自

己在村庄中的精英地位，他们也会配合政府的指令。而普通村民的这两种网络规模都很小，他们很难从正式制度

中获取利益，因此不易被政府所动员，如果动员还会损失他们目前的利益，则即便有长远的价值存在，他们也会

坚持各行其是。另外，社区认同感对参与政府划地统一规划也有积极影响。社区认同感是对该村庄社群社会资本

的衡量，正如 Putnam 所说会促进集体合作的形成。对本村认同感较强的村民更加面向社区，会关注和积极参与村

庄的公共事务，容易被动员去参加政府统一规划，而对本村认同感较弱的村民更加面向自己的家庭，会更倾向于

自行规划房屋重建，而不愿意与他人集体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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